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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推进长江经济带交通运输业的绿色转型，实现交通运输业发展与碳减排的协调共进，将 Tapio脱

钩模型和 LMDI因素分解法相结合，分析了长江经济带 2004～2018年交通运输业经济发展与交通能源碳排放之间的

脱钩情况以及脱钩的驱动因素。结果表明：(1)2004～2018 年，长江经济带交通碳排放总量与人均碳排放量均呈上

升趋势，石油类能源消费碳排放占交通碳排放总量的比例高达 95.51%;(2)长江经济带交通碳排放脱钩以“弱脱钩”

为主，部分年份出现“连接增长”和“扩张负脱钩”,脱钩状态稳定性不高，长江经济带交通业经济发展整体上仍

未摆脱对交通能源碳排放的依赖；(3)交通行业规模、经济增长和人口规模对长江经济带交通能源碳排放脱钩起抑

制作用，交通能源强度与能源结构对交通碳排放脱钩起促进作用，其中经济增长效应是阻碍交通能源碳排放脱钩的

主要因素，能源强度效应是促进交通能源碳排放脱钩的主要因素。基于此，提出推进经济结构调整、优化交通能源

消耗结构、推动科技创新以及加强交通需求管理等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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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业是支撑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行业，也是能源消耗最多和碳排放增速最快的行业之一，已成为全球的第二

大碳排放源[1,2]。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作为中国新一轮的区域开放开发战略，将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的整体开发，实现长江流

域的共同发展。然而，随着经济水平的提升与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在不断释放大量交通运输需求，促进交通运输业快速发展的同

时，势必导致能源消耗持续上升，加剧能源碳排放，制约区域生态环境效益和经济高质量发展。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先行示范

带，推动长江经济带的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缓和区域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实现长江经济带交通运输业与碳排放的协

调发展，已成为不容忽视的紧迫性问题。因此，分析长江经济带交通运输业经济发展与能源碳排放之间的脱钩情况，探讨影响交

通能源碳排放脱钩的驱动因素及其对脱钩指数的贡献值，对推进长江经济带交通运输业绿色发展转型，实现低碳交通具有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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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现实意义。 

1 文献综述 

发展低碳经济一直是近些年学术界关注的热点话题，其中低碳交通不仅是低碳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经济可持续发展

的必然要求。周银香指出交通行业在为国民经济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同时，又产生了大量的能源消耗与碳排放，使得促进经济持

续稳定增长与发展低碳交通两项任务的协调共进面临着严峻挑战，成为当前社会急需应对的难题[3]。 

目前已有文献中，关于交通能源碳排放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大多聚焦于对经济增长与交通能源碳排放间的耦

合协调、互动机理和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形态
[4]
等总体关系的探讨，但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对环境问题的日益重视，学

术界也开始关注交通碳排放与经济发展之间的脱钩状态。脱钩理论最先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提出，脱钩表示经济发展与环境

压力之间是否同步变化的关联度。Tapio[5]将弹性法引入脱钩理论，研究欧洲交通行业经济增长与碳排放之间的脱钩状况，在该

研究中首次将脱钩指标按照数值大小细分为弱脱钩、扩张负脱钩、扩张连接等 8种类型。Dinda等[6]用脱钩模型验证了北美地区

经济增长与交通碳排放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并且两者之间存在脱钩。还有国外学者运用脱钩理论分别探究了奥地利、苏格兰以及

欧盟 14国等交通运输业碳排放和经济增长的关系，结果表明大多欧洲国家为实现两者之间的脱钩做出了很大努力，但并不足够

实现完全脱钩[7,8,9]。谢守红等[10]运用脱钩模型和 EKC,研究中国交通碳排放量与交通运输业经济增长的关系，发现交通碳排放与

行业经济增长之间呈增长连接状态，且脱钩指数有增大趋势，EKC 曲线呈倒“U”型。高标等[11]对吉林省交通行业碳排放的 EKC

进行分析，发现大体呈倒“U”型，在 2011年达到转折点，交通碳排放随经济增长而减小。杨良杰等[12]探究江苏省交通碳排放与

行业经济增长之间的脱钩关系，结果表明脱钩状态呈现出由强脱钩向弱脱钩转变的趋势。蔡婉华等[13]通过面板协整检验和 PVAR

模型研究发现，交通运输、经济增长与碳排放两两之间呈现出长期的倒 U型互动效应。赵小曼等[14]在引入空间效应的基础上，实

证检验了中国交通行业的 EKC,发现交通碳排放与行业经济增长间长期存在倒“N”型，但在可预期时间内碳排放总量仍呈增加趋

势。周银香[15]运用 Tapio脱钩模型研究中国交通碳排放与行业经济增长的脱钩关系，发现两者的脱钩状况并不理想，长期看两者

存在稳定的耦合关系。可见，在目前不同地区的交通行业经济增长与交通碳排放的总体关系尤其是脱钩状态，还存在着较大的差

异。 

厘清交通碳排放的影响因素有利于为碳减排政策的制定提供依据，促进交通碳排放与行业经济发展的脱钩。从方法论角度

看，学者对交通能源碳排放影响因素的研究，大多是对 IPAT 模型进行扩展，提出 STIRPAT 模型[16,17,18],又或者对 Kaya 恒等式进

行扩展，构造对数平均权重分解法(LMDI)模型进行分析[19,20,21,22]。交通运输业能源碳排放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人均 GDP、人口规

模、城市化率、能源强度和能源结构等方面，但基于研究区域的不同，交通能源碳排放受到各类效应的影响程度和作用方向，可

能会有所差别。Timilsina等
[23]
对部分亚洲国家交通碳排放驱动因素进行研究，发现人均 GDP、人口和能源强度是交通碳排放增

加的主要因素，而财政政策、节能环保政策以及燃油的经济性能起到抑制碳排放的作用。Lu 等[24]研究德日韩和台湾地区交通碳

排放增长的驱动因素发现机动车保有量、燃料强度、碳排放效率、人口密度以及经济发展是引起碳排放增加的因素。Freitas等
[25]研究巴西交通碳排放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脱钩情况，发现能源结构和碳排放强度是影响碳排放脱钩的主要因素。Talbi[26]研究表

明交通能源强度、城市化进程、经济增长以及燃料消耗对突尼斯交通碳排放增加起到正向作用。吴继贵等[27]运用 VAR模型研究中

国交通运输、经济增长和碳排放三者间的动态关系，发现经济增长和交通运输对碳排放的影响存在“拐点效应”,且该影响在短

期内将明显带来碳排放量的增加，从长期看影响将逐渐减弱。张国兴等[28]研究发现，人均 GDP和人口规模会引起黄河流域交通碳

排放的增加，而交通运输强度、单位周转量能耗和交通能源强度对交通运输业的碳排放增长有抑制作用。孙岩等[29]基于城市发展

视角，研究发现城市化进程对北京市交通碳排放的正向驱动作用最显著，经济规模效应对碳排放的贡献值最大，能源技术进步对

交通碳排放增长起阻碍作用。李想等[30]研究表明，经济产出效应对三江源地区交通碳排放的贡献最显著，而能源结构效应是影响

三江源地区交通碳排放变化的主要因素。吴开亚等[19]研究表明，人均 GDP和人口规模对上海市交通碳排放起促进作用，能源强度

和能源结构对交通碳排放起抑制作用。李健等[20]对京津冀区域的交通碳排放量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发现人均 GDP 对该区域交通

碳排放的驱动作用最大，能源强度的抑制效应最明显。周银香[31]研究发现，交通行业发展规模效应是驱动交通碳排放复钩的最大

因子，其影响效应远大于技术进步带来推动的交通业节能及减排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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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现有研究成果对本研究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在交通碳排放影响因素的研究方法上，现在更多学者倾向于运用因素分

解法，其中指数分解中的 LMDI因素分解法能将各影响因素精确分解，既能解决残差和零值的问题，还满足“完美分解方法”的

其他条件
[32]

,在学界中获得广泛认可。同时，脱钩理论的引入为分析经济增长与碳排放之间的不同步变化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

但当前对交通能源碳排放的脱钩研究多集中于国家、省域以及部分发达地区，针对横贯中国东、中、西部三大区域的长江经济带

的研究仍较为缺乏。另外，现有研究较多仅采用 LMDI法对交通能源碳排放驱动因素进行分解，缺少将其与脱钩模型相结合，对

各驱动因素的脱钩指数贡献值进行测算与分析。为此，本文在以往学者研究基础上，利用 2004～2018年的地区能源平衡表，测

算长江经济带煤炭、燃油、汽油、煤油、柴油、天然气和电力等 7种交通能源消费的碳排放量，基于 Tapio脱钩理论分析长江经

济带交通运输业经济发展与碳排放之间的脱钩情况，并将 LMDI 因素分解法与 Tapio 脱钩模型相结合，构建脱钩因素分解模型，

量化各影响因素对交通碳排放总量以及碳排放脱钩指数的贡献值，最后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以期为调控长江经济带交通能源碳

排放提供参考。 

2 研究方法及数据来源 

2.1交通能源碳排放的核算 

交通能源碳排放的测算包括宏观和微观两种方法[33],即“自上而下”的计算方法：某区域范围内交通能源消费量乘以各类能

源的碳排放系数得到碳排放总量；“自下而上”的计算方法：用不同交通方式行驶里程乘以单位行驶能源消耗量得到的能源消

费总量，再乘以各类能源的碳排放系数从而得到碳排放总量。本文采用“自上而下”的方法测算长江经济带交通能源碳排放量： 

 

式中：C表示交通能源消费的碳排放总量；Ei表示第 i类能源的消费量(实物量);Fi表示第 i类能源折算标准煤系数；Ki为第

i类能源碳排放系数；i=1,2,…,7。其中，各种能源折算标准煤系数参考《中国能源统计年鉴》,见表 1。各种能源碳排放系数借

鉴吴开亚等[14]的研究结论，见表 2。 

表 1各种能源折标准煤系数 

能源 Fi(吨标准煤/t) 能源 Fi(吨标准煤/t) 

原煤 0.7143 柴油 1.4571 

燃油 1.4286 天然气 1.3300 

汽油 1.4714 电力 0.1229 

煤油 1.4714   

 

表 2各类能源的碳排放系数 

能源 Ki(t碳/吨标准煤) 能源 Ki(t碳/吨标准煤) 

原煤 0.7329 柴油 0.5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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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油 0.5574 天然气 0.4226 

汽油 0.5574 电力 2.2132 

煤油 0.5574   

 

2.2碳排放与经济增长脱钩模型 

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提出的脱钩理论，是用来反映经济增长与环境之间联系的破裂，即资源消耗或环境污染不随

经济增长而增加[34]。本文借鉴 Tapio脱钩模型[5]研究经济发展与碳排放之间的关系，脱钩弹性的表达式如下： 

 

式中：t(C,G)表示 GDP 与碳排放的脱钩弹性指数；%ΔC表示碳排放的变化率；%ΔG 表示 GDP的变化率；C 末和 G 末分别表示

末期的碳排放量和 GDP;C 基和 G 基分别表示基期的碳排放量和 GDP。Tapio模型依据脱钩弹性指数值，将脱钩程度划分为脱钩、连

接和负脱钩 3种类型，进一步又细分为 8种脱钩状态。 

由表 3可知，脱钩状态是碳排放污染开始好转的状态，负脱钩状态是碳排放污染逐渐严重的状态，而连接状态是碳排放和经

济增长同时增加或者减少的状态。本文结合交通运输业发展情况，可将强脱钩考虑为交通运输业经济增长时期，交通能源碳排放

在减少，是交通行业低碳转型发展最理想的状态；强负脱钩则表示交通运输业经济下降的同时，交通能源碳排放增加，是交通行

业低碳转型发展的最差状态。弱脱钩表现为交通能源碳排放增加的速度小于交通行业经济增长的速度，衰退脱钩是交通能源碳

减排的速度大于交通行业经济衰退速度的状态；弱负脱钩体现为交通能源碳减排的速度小于交通行业经济衰退速度，扩张负脱

钩则体现为交通能源碳排放增加速度快于交通行业经济增长速度。连接状态则考虑为交通运输业能源碳排放量和经济增长同时

增加或者减少。 

2.3碳排放脱钩因素分解模型 

Kaya恒等式是由日本学者 Yoichi Kaya[35]为分析影响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因素而提出，表达式为： 

 

式中：C表示碳排放量；E表示能源消耗总量；G表示国内生产总值；P表示人口总数。从而得到 C/E、E/G和 G/P分别为能

源碳排放强度、能源强度和人均 GDP。 

本文根据交通运输行业碳排放的特征，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19,21,22,29,30],对 Kaya 恒等式进行扩展，将影响交通碳排

放的因素分解为能源碳排放强度、能源结构、能源强度、交通行业规模、经济增长和人口规模 6个因素，构建如下关系式： 



 

 5 

 

式中：Ci、Ei分别表示交通行业中第 i类能源的碳排放量和第 i类能源消耗量；E、Gt、G和 P分别表示交通行业能源消耗总

量、交通行业总产值、地区生产总值、人口数量。 

将上式进一步表示成： 

 

表 4交通碳排放影响因素变量 

变量 指标与说明 符号 

能源碳排放强度 各类能源的碳排放系数 F 

能源结构 各类能源消耗在交通能源总消耗中占比 S 

能源强度 交通运输行业单位 GDP能耗 I 

行业规模 交通运输业产值占地区 GDP的比重 U 

经济增长 人均 GDP A 

人口规模 地区年末常住人口 P 

 

采用 B.W.Ang[36]提出的 LMDI分解法中的加法模型，得到 t时期相对于基期而言，交通碳排放量变化的表达式： 

 

对式(6)进行对数、加减以及分解等处理，进而得到交通运输业能源碳排放各分解因素的贡献值，其表达式分别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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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式中：ΔC表示交通能源碳排放变化量；Ct和 C0表示 t期和基期的碳排放量；ΔCF、ΔCS、ΔCI、ΔCU、ΔCA和ΔCP

分别表示交通能源碳排放强度因素、交通能源结构因素、交通能源强度因素、交通行业规模因素引起的碳排放变化量、经济增长

因素引起的碳排放变化量以及人口规模因素引起的碳排放变化量。若各因素效应的贡献值大于 0 时，说明该因素会造成交通能

源碳排放量的增加；反之，说明该因素会抑制交通能源碳排放。由于各类能源碳排放系数在研究中取固定值，所以 Fit和 Fi0均

相同，则ΔCF=0。 

为进一步了解各驱动因素对交通能源碳排放与行业经济发展之间脱钩弹性指数的贡献值，将式(6)带入式(2)中，得到扩展

的交通能源消费碳排放与行业经济增长的脱钩模型，推导式如下； 

 

式中：tS表示能源结构效应对脱钩弹性指数的贡献值；tI表示能源强度效应对脱钩弹性指数的贡献值；tU表示行业规模效应

对脱钩弹性指数的贡献值；tA表示经济增长效应对脱钩弹性指数的贡献值；tP表示人口规模效应对脱钩弹性指数的贡献值。若各

效应的贡献值大于 0 时，说明该因素对脱钩起阻碍作用；反之，说明该因素对脱钩起到促进作用，推动脱钩状态向脱钩方向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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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数据来源 

本文主要研究长江经济带交通能源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脱钩关系，研究时间范围为 2004～2018年，交通能源消费量、交通

GDP 和交通能源碳排放量均为长江经济带 11 个省市之和。交通能源消费包括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等能源消费，本文长江经

济带的交通能源消耗数据取自 2004～2018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经济数据来源于 2004～2018年《中国统计年鉴》。另外，为

剔除价格波动对 GDP的影响，本文依据相应年份的生产指数，对实际 GDP与交通行业生产总值以 2004年为基期进行调整。 

3 实证分析 

3.1长江经济带交通碳排放变化情况 

由式(1)计算得出 2004～2018年长江经济带交通能源碳排放变化相关结果。 

由表 5可以看出，2004～2018年长江经济带交通能源碳排放总量和人均交通碳排放量均显著呈逐年增长趋势。如图 1所示，

交通能源碳排放总量从 2004 年的 3093.96 万 t 碳增加到 2018 年的 8427.06 万 t 碳，15 年时间增长了 2.72 倍，年均增长率为

7.4%。其中，2004～2014年，长江经济带交通能源碳排放增速明显呈现波动放缓的趋势，在 2014年到达研究期间内的增速最低

点，但从 2015年开始，长江经济带的交通能源碳排放增长率又出现较大幅度的回升。分析研究期内长江经济带交通能源碳排放

的变化情况，主要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首先，随着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和城市化进程的深入推进，交通运输的刚性需求

持续增加，中国交通运输业将保持快速发展，同时交通运输作为长江经济带的重要职能以及长久发展的关键保障，其举足轻重的

地位将会为行业带来巨大的能源消耗需求，进而不可避免的引发长江经济带交通运输业碳排放总量的不断增长。其次，政府部门

对节能减排的重视程度越来越大，先后颁布了一系列节能环保相关的政策文件，例如在“十一五”“十二五”等时期的发展规

划中明确规定了降低单位能耗、减少污染物排放总量等约束性目标，以及出台的《交通行业实施节能法细则》《能源中长期发展

规划纲要》等政策法规，都有利于推动交通运输业能源结构的优化调整，可再生能源与清洁能源的推广以及能源生产、运输与消

费的合理配置，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缓和长江经济带交通能源碳排放增速的效果。另外，长江通道在我国国土空间开发以及区域发

展总体格局中的地位不言而喻，2014年开始，《关于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将长江经济带发展正式上升

为国家战略，这项重大战略决策为长江经济带的区域经济发展迎来了良好的历史性机遇，但也会给长江经济带的交通节能减排

工作造成了一定压力，从而为控制长江经济带交通能源碳排放的增速与总量带来了挑战。 

表 5 2004～2018年长江经济带交通能源碳排放情况(万 t) 

年份 交通碳排放总量 人均碳排放(kg) 原煤 

石油能源消费 

天然气 电力 

燃油 汽油 煤油 柴油 

2004 3093.96 54.86 123.81 413.63 1055.03 255.64 1210.18 0.1 35.57 

2005 3664 65.28 149.88 506.93 1172.32 331.03 1463.86 0.11 39.87 

2006 4099.82 72.79 139.18 554.38 1231.37 435.29 1698.51 1.22 39.87 

2007 4442.51 78.53 150.24 662.68 1296.52 474.99 1809.73 1.48 46.87 

2008 4950.26 87.07 183.34 658.41 1398.49 528.9 2122.77 2.86 55.49 

2009 5134.86 89.87 185.96 658.58 1380.83 581.26 2270.06 3.9 5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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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5582.65 97.35 260.27 684.39 1428.58 660.55 2473.62 8.31 66.93 

2011 5908.77 102.6 348.35 644.62 1492.66 711 2620.78 12.04 79.32 

2012 6249.78 108.03 275.73 675.17 1646.85 744.99 2806.52 14.82 85.7 

2013 6364.01 109.42 191.12 680.38 1639.42 753.46 2992.46 14.86 92.31 

2014 6452.84 110.45 174.7 689.64 1467.44 868.2 3133.01 20.68 99.17 

2015 7158.88 121.82 146.4 716.85 1967.06 976.88 3221.01 22.3 108.38 

2016 7868.29 133.05 151.52 757.02 2174.31 1176.46 3463.03 22.54 123.41 

2017 8187.74 137.61 210.32 824.12 2279.1 1292.94 3416.99 24.39 139.88 

2018 8427.06 140.75 195.21 813.02 2409.6 1339.52 3487.27 25.38 157.06 

 

 

图 1 2004～2018长江经济带交通能源碳排放量及增长率 

根据表 5 各类交通能源碳排放量变化趋势可以得知，2004～2018 年长江经济带各类交通能源消费类型中，煤炭、天然气、

电力等交通能源碳排放在交通能源碳排放总量中占比均不到 10%,其中天然气产生的碳排放占比最低，煤炭能源消费碳排放的增

幅最小，年均涨幅仅 3.31%。石油类能源消费对交通能源碳排放的贡献量最大，在 2018 年，石油类能源消费占交通碳排放总量

的比例高达 95.51%,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长江经济带交通能源碳排放的变化趋势。其中汽油和柴油能源消费碳排放一直保持着较

大的涨幅，反映出了城市道路运输需求与机动车保有量的激增状况，同时燃油和煤油能源消费碳排放呈现较快的增长速度，也凸

显了长江经济带航运航空运输规模的不断扩大与快速发展。 

3.2长江经济带交通运输业经济发展与碳排放脱钩情况分析 

根据式(2),本文测算了 2004～2018 年长江经济带交通能源碳排放与交通运输业经济发展之间的脱钩情况，计算结果如表 6

所示。从表中可知，在研究期内，长江经济带交通能源碳排放与交通运输业经济发展的脱钩状态有 3种，即弱脱钩、扩张负脱钩

和扩张连接，脱钩指数呈现“W”曲线的波动轨迹，其中脱钩状态多以弱脱钩为主，表明较长时期内交通运输业产值保持着正增

长且其增速要快于交通能源碳排放增速。总体来看，研究期间长江经济带交通能源碳排放与交通运输业经济发展的脱钩关系特

征主要分为 3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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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2004～2018年长江经济带交通运输业经济发展与碳排放脱钩状态 

年份 ΔC/C ΔG/G 脱钩指数 脱钩状态 

2004～2005 0.184 0.122 1.51 扩张负脱钩 

2005～2006 0.119 0.129 0.92 增长连接 

2006～2007 0.084 0.146 0.57 弱脱钩 

2007～2008 0.114 0.120 0.95 增长连接 

2008～2009 0.037 0.121 0.31 弱脱钩 

2009～2010 0.087 0.134 0.65 弱脱钩 

2010～2011 0.058 0.122 0.48 弱脱钩 

2011～2012 0.058 0.108 0.54 弱脱钩 

2012～2013 0.018 0.099 0.19 弱脱钩 

2013～2014 0.014 0.088 0.16 弱脱钩 

2014～2015 0.109 0.086 1.28 扩张负脱钩 

2015～2016 0.099 0.082 1.20 扩张负脱钩 

2016～2017 0.041 0.081 0.50 弱脱钩 

2017～2018 0.029 0.075 0.39 弱脱钩 

 

(1)2004～2008年，长江经济带交通能源碳排放与行业经济增长呈现出扩张负脱钩、增长连接和弱脱钩的特征，且只在 2007

年出现弱脱钩，可见这一阶段脱钩状态并不理想。其原因可能是在重工业化特征明显的“十五”期间，长江经济带大力发展经

济，各行业发展提速，以工业为中心的发展模式更是导致“高投入、高能耗、高排放”行业规模的迅速扩大，在其带来了刚性交

通物流运输需求的增加同时，又由于当时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以及有效的减排措施缺乏，交通能源消耗难以得到有效控制，

进而加剧了经济带交通能源碳排放。 

(2)2008～2014年，这一阶段交通能源碳排放的脱钩特征集中为弱脱钩类型，相较于第一阶段脱钩状态略有改善。究其原因

可能在于，该期间在国家节能减排的大环境下，长江经济带开始重视低碳发展，倡导发展低碳经济，加强交通运输领域节能降

耗、节能技术的推广应用和清洁、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工作，再加上经济带内整体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在相关产业转型升级

的过程中带来了单位产值能耗水平的下降。同时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往往使产业具备高附加值与低运输密度特征
[37]
,从而也将促进

运输结构的更加合理化，对交通能源碳排放量的增加起到一定程度的抑制作用，利于降低交通碳排放的增速，改善交通能源碳排

放与行业发展的脱钩状态。 

(3)2014～2018 年，这阶段的交通能源碳排放脱钩特征为扩张负脱钩和弱脱钩类型，其中 2014、2015 两年呈现出交通能源

碳排放增速快于行业经济发展增速，低碳发展较不理想的扩张负脱钩状态，可见交通能源碳排放脱钩状态仍不稳定。其原因可能

在于，近些年长江经济带虽然经济保持着持续健康发展，生态环境存在明显改善，但同时又面临着城市机动车保有量的急剧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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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客运量与货运量的快速增长，电子商务业和物流运输业的指数级增长以及综合交通体系建设滞后等现实情况，为碳减排工作

带来巨大压力，可见交通减排形势依旧不容乐观。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2004～2018 年，长江经济带交通能源碳排放与行业经济增长的脱钩状态中强脱钩效应一直未显现，两

者之间的关系并未达到最理想的状态。研究期间，长江经济带交通行业经济发展整体上仍未摆脱对交通能源碳排放的依赖，促进

行业经济增长与减少环境污染互为掣肘一直是长江经济带交通运输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难题。目前，长江经济带的交通碳减排

形势依然严峻，走低碳交通、绿色可持续发展道路依旧任重道远。 

3.3长江经济带交通碳排放脱钩驱动因素分析 

脱钩弹性指数只限于研究交通运输业经济发展与交通能源碳排放两者之间的同步关系，但无法解释碳排放量变化的机理，

因此，基于 Kaya-LMDI 模型对长江经济带 2004～2018 年的交通能源碳排放驱动因素进行分解，得到交通能源结构、能源强度、

行业规模、经济增长和人口规模等驱动因素对长江经济带交通能源碳排放的贡献值以及贡献率，相关结果如表 7、图 2所示。 

表 7 2004～2018年长江经济带交通碳排放驱动因素分解 

年份 

ΔCS ΔCI ΔCu ΔCA ΔCP 总效应 

年度效

应 

贡献率

(%) 

年度效

应 

贡献率

(%) 

年度效

应 

贡献率

(%) 

年度效

应 

贡献率

(%) 

年度效

应 

贡献率

(%) 

年度效

应 

2004～

2005 
3.92 3.92 177.22 177.22 -6.32 -6.32 411.22 411.22 -15.99 -15.99 570.04 

2005～

2006 
0.17 0.04 -35.60 -8.17 -6.67 -1.53 464.14 106.50 13.79 3.16 435.82 

2006～

2007 
-5.38 -1.57 -232.68 -67.90 -2.18 -0.64 564.40 164.70 18.53 5.41 342.69 

2007～

2008 
-1.22 -0.24 -23.33 -4.59 5.60 1.10 503.04 99.07 23.65 4.66 507.75 

2008～

2009 
3.56 1.93 -392.69 -212.72 8.14 4.41 540.83 292.97 24.77 13.42 184.60 

2009～

2010 
0.85 0.19 -228.28 -50.98 8.55 1.91 647.03 144.49 19.64 4.39 447.79 

2010～

2011 
3.69 1.13 -336.86 -103.29 14.67 4.50 620.54 190.28 24.08 7.38 326.12 

2011～

2012 
-24.50 -7.18 -255.78 -75.01 12.75 3.74 580.86 170.34 27.68 8.12 341.01 

2012～

2013 
-28.25 -24.73 -450.34 -394.24 7.62 6.67 551.62 482.90 33.58 29.40 11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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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2014 
-14.32 -16.12 -439.81 -495.11 6.75 7.60 507.10 570.87 29.12 32.78 88.83 

2014～

2015 
-7.27 -1.03 155.97 22.09 3.83 0.54 513.76 72.77 39.76 5.63 706.04 

2015～

2016 
-7.44 -1.05 122.59 17.28 7.30 1.03 539.59 76.06 47.37 6.68 709.41 

2016～

2017 
-4.59 -1.44 -298.20 -93.35 7.53 2.36 565.88 177.14 48.83 15.29 319.45 

2017～

2018 
-23.93 -10.00 -339.63 -141.91 8.02 3.35 543.09 226.93 51.77 21.63 239.32 

累计 -104.72 -1.96 
-

2577.42 
-48.33 75.59 1.42 7553.10 141.63 386.55 7.25 5333.1 

 

 

图 2 2004～2018年长江经济带交通碳排放各驱动因素的贡献值情况 

整体上来看，各驱动因素对长江经济带交通能源碳排放总量变动的影响效应存在显著差异，将其按照影响程度(各分解因素

对交通能源碳排放累积贡献率的绝对值)进行降序排列，依次是经济增长效应，其贡献率为 141.63%、能源强度效应，其贡献率

为-48.33%、人口规模效应，其贡献率为 7.25%、能源结构效应，其贡献率为-1.96%、行业规模效应，其贡献率为 1.42%。具体来

看，经济增长效应、人口规模效应和行业规模效应绝大多数年份为正值，表明经济增长效应、人口规模效应以及行业规模效应对

交通能源碳排放的变化总体起着正向驱动作用，表明经济的增长、人口规模的扩大与交通行业产值占比的增加将引起交通能源

碳排放的增加；而能源强度效应和能源结构效应大多年份为负值，这意味着能源强度效应与能源结构效应对交通能源碳排放的

变化总体起着负向驱动作用，降低能源强度、优化能源结构将抑制交通能源碳排放的增加。 

按照公式(8)可以进一步得出上述各类影响效应的分脱钩指数，即各驱动因素对长江经济带交通能源碳排放与行业经济发展

之间脱钩弹性的贡献值，结果见表 8。总体来看，交通能源结构效应脱钩指数和能源强度效应脱钩指数多数年份为负值，可以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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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交通能源碳排放和行业经济增长的脱钩；而经济增长效应、人口规模效应和行业规模效应基本以正值为主，尤其经济增长效应

的脱钩指数均值高达 0.931,对交通能源碳排放和行业经济增长脱钩具有阻碍作用。 

表 8 2004～2018年长江经济带交通碳排放各驱动因素脱钩指数 

年份 tS tI tu tA tP t(C,G) 

2004～2005 0.010 0.468 -0.017 1.087 -0.042 1.51 

2005～2006 0.000 -0.075 -0.014 0.980 0.029 0.92 

2006～2007 -0.009 -0.389 -0.004 0.945 0.031 0.57 

2007～2008 -0.002 -0.044 0.010 0.942 0.044 0.95 

2008～2009 0.006 -0.658 0.014 0.906 0.042 0.31 

2009～2010 0.001 -0.331 0.012 0.937 0.028 0.65 

2010～2011 0.005 -0.496 0.022 0.914 0.035 0.48 

2011～2012 -0.039 -0.402 0.020 0.913 0.044 0.54 

2012～2013 -0.046 -0.731 0.012 0.895 0.054 0.19 

2013～2014 -0.025 -0.781 0.012 0.901 0.052 0.16 

2014～2015 -0.013 0.283 0.007 0.931 0.072 1.28 

2015～2016 -0.013 0.208 0.012 0.915 0.080 1.20 

2016～2017 -0.007 -0.470 0.012 0.892 0.077 0.50 

2017～2018 -0.039 -0.551 0.013 0.881 0.084 0.39 

 

3.3.1能源结构效应分析 

能源结构效应是促进长江经济带交通能源碳排放与行业经济增长之间脱钩的因素之一。研究期间，能源结构效应对长江经

济带交通能源碳排放的贡献值正负相间，累计贡献份额为负，表明能源结构效应整体上对经济带交通能源碳排放的增加具有抑

制作用，但累计贡献率仅-1.96%,影响程度非常有限。根据表 9可以看出，2004～2018年虽然高碳能源消费量处于绝对优势地位，

而且清洁能源的能耗百分比较低，但从各年份的变化趋势来看，在 2008～2018 年，除煤油外，长江经济带交通运输业中原煤、

燃油、汽油以及柴油等高碳能源的消耗比例总体上均呈现出波动下降的态势，其中柴油的消耗量占比始终保持最大，均值达到

42.78%。另外，清洁能源消费占比都有所提升，电力消耗从 2004 年占比 2.85%波动上升至 2018 年占比 4.55%,天然气消费则是

从 2004 年占比 0%稳定升至 2018 年占比 0.39%。由此，揭示了能源结构效应对长江经济带交通能源碳排放的增加具有一定抑制

作用的原因，也反映了长江经济带交通运输业能源结构优化初显成效，但又因为能源结构仍以汽油、柴油等化石燃料为主，清洁

能源占比非常有限，交通运输业能源消耗的单一结构并未得到真正改变，优化长江经济带交通能源消费结构之路依然任重道远。

目前，长江经济带中的地区仍需不断推进交通业的低碳化发展，加大力度提升交通新能源以及清洁能源的使用比重，努力打破交

通运输业的发展对化石能源过度依赖的格局，通过能源结构的调整增强能源结构效应推动交通能源碳排放与经济增长脱钩的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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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作用。 

表 9 2004～2018年长江经济带交通运输业各类能源终端消费量占比变化趋势 

年份 原煤(%) 燃油(%) 汽油(%) 煤油(%) 柴油(%) 天然气(%) 电力(%) 

2004 3.02 13.27 33.84 8.20 38.82 0.00 2.85 

2005 3.09 13.75 31.79 8.98 39.69 0.00 2.70 

2006 2.57 13.43 29.84 10.55 41.16 0.04 2.42 

2007 2.55 14.80 28.96 10.61 40.42 0.04 2.62 

2008 2.79 13.19 28.02 10.60 42.54 0.08 2.78 

2009 2.73 12.73 26.69 11.24 43.88 0.10 2.62 

2010 3.52 12.17 25.40 11.75 43.99 0.19 2.98 

2011 4.45 10.84 25.09 11.95 44.06 0.27 3.33 

2012 3.32 10.69 26.07 11.79 44.43 0.31 3.39 

2013 2.25 10.53 25.37 11.66 46.31 0.30 3.57 

2014 2.02 10.50 22.35 13.22 47.71 0.42 3.78 

2015 1.53 9.83 26.97 13.39 44.16 0.40 3.72 

2016 1.44 9.43 27.10 14.66 43.16 0.37 3.85 

2017 1.91 9.86 27.28 15.47 40.90 0.39 4.19 

2018 1.72 9.43 27.94 15.53 40.44 0.39 4.55 

 

3.3.2能源强度效应分析 

能源强度效应是促进长江经济带交通能源碳排放与行业经济增长之间脱钩的最主要因素。从表 10 可以看出，尽管 2004～

2018 年长江经济带交通运输业能源消耗量从 5593.33 万 t/标煤增加到 15472.02 万 t/标煤，整体上呈现不断攀升态势，但长江

经济带交通运输业单位 GDP能耗从 1.51t标煤/万元下降到 1.00t 标煤/万元，总体表现为下降趋势，降幅达 33.77%。进一步从

图 2 中发现，能源强度效应对长江经济带地区交通碳排放的贡献有正有负，呈现一定的阶段性：2004～2008 年能源强度效应的

碳排放贡献值由正变负，但能源强度变化对减少碳排放的作用尚不明显，这说明“十五”期间长江经济带地区的交通能源利用

效率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提高，交通运输业开始向低能耗、高效率的运作模式转变；2009～2014 年能源强度效应持续为负，且对

促进交通碳减排的贡献程度整体上呈现增大趋势，同时其对碳排放增加的抑制效果与经济增长效应的拉动效果之间的差距有逐

渐缩小的趋势，再结合图 1,该期间内长江经济带交通能源碳排放虽然总量在增加，但碳排放增速明显有所减缓，这体现了长江

经济带地区落实国家“十一五”、“十二五”规划刚要中确定的能源强度下降、碳排放强度下降等目标效果显著；2015～2018年

能源强度效应对交通碳排放的贡献值又呈现正负交替，这可能是由于当时交通运输业能源技术发展水平的局限性，能源强度效

应对交通碳排放增加的抑制作用进入瓶颈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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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2004～2018年长江经济带终端能源消费及交通行业终端能源消费与单位 GDP能耗 

年份 

长江经济带交通

行业增加值(亿

元) 

长江经济带交通运输

业终端能源消耗(万 t/

标准煤) 

长江经济带交通行

业单位 GDP能耗(t

标准煤/万元) 

长江经济带

GDP(亿元) 

长江经济带终端能

源消耗(万 t/标准

煤) 

长江经济带单位

GDP能耗(t标准

煤/万元) 

2004 3695.60 5593.33 1.51 68172.7 31874.09 0.47 

2005 4147.62 6616.39 1.60 76654.83 37258.70 0.49 

2006 4683.87 7403.50 1.58 86714.73 39032.91 0.45 

2007 5366.56 8032.55 1.50 99404.42 41803.77 0.42 

2008 6011.51 8953.25 1.49 111217.75 45011.76 0.40 

2009 6736.11 9280.62 1.38 124422.44 47776.90 0.38 

2010 7641.59 10088.66 1.32 140922.34 49519.71 0.35 

2011 8571.36 10671.38 1.25 157665.49 54480.16 0.35 

2012 9494.33 11333.13 1.19 174276.77 56921.36 0.33 

2013 10430.61 11592.23 1.11 191231.71 52854.62 0.28 

2014 11353.46 11780.45 1.04 207931.61 53144.09 0.26 

2015 12324.43 13085.00 1.06 225587.27 56038.67 0.25 

2016 13339.70 14396.12 1.08 243933.45 159929.85 0.66 

2017 14415.28 14989.36 1.04 263354.38 57382.00 0.22 

2018 15500.47 15472.02 1.00 282906.54 54578.89 0.19 

 

 

图 3总脱钩指数与各效应对脱钩指数的贡献值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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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值得注意的是，从 2004～2018年长江经济带能源消耗的整体情况来看，交通运输业单位 GDP的能耗要明显高于长江经济

带单位 GDP能耗，能源强度作为衡量能源利用效率的重要指标，这说明在短期内，能源利用效率问题依然是制约长江经济带低碳

交通发展的一个突出问题，长江经济带中各省市仍需在交通行业能源利用率方面进行努力。另外，从图 3中可以发现，在研究期

内，由于经济规模效应脱钩指数的变化一直较为稳定，能源强度效应脱钩指数的波动幅度最大，并且能源强度效应对脱钩指数的

贡献值与交通碳排放脱钩指数的变化趋势吻合程度较高，这进一步说明了交通能源碳排放的脱钩状况主要受到能源强度效应的

影响，长江经济带未来的重点需要放在通过降低交通运输业能源强度上，不断提升交通减排技术水平，提高交通能源利用效率，

推动交通运输业经济增长与交通能源碳排放的脱钩。 

3.3.3行业规模效应分析 

行业规模效应是阻碍长江经济带交通能源碳排放与行业经济增长之间脱钩的因素之一。行业规模效应对长江经济带交通能

源碳排放的增长具有拉动作用，但作用效果极为微弱。从表 10可以看出，2004～2018年，行业规模因素累计碳增排效应约 75.59

万 t,年均碳增排效应约 5.04万 t,该因素的碳增排贡献率整体上较低且保持较平稳变化趋势，碳增排效应不是特别明显。另外，

尽管长江经济带交通业增加值从 2004年的 3695.6亿元增加到 2018年的 15500.5亿元，增长了 3.56倍，但 2004～2018年长江

经济带交通行业产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从 5.42%增加到 5.48%,增长幅度仅 0.06%,由此表明，近十几年来长江经济带交通行

业规模占比基本保持稳定，若要通过大幅度调整交通行业规模以降低长江经济带交通能源碳排放，促进交通碳排放脱钩的难度

较大。加之，行业规模的调整是一个长期动态的过程，具有滞后效应[12],并且在经济增长效应对交通碳排放的影响中，部分上可

能是由于受到交通行业规模因素的影响所引起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掩盖行业规模因素对交通碳排放增加的贡献度，进而

长江经济带行业规模的变动对交通碳排放的驱动效应并不明显。 

3.3.4经济增长效应分析 

经济增长是阻碍长江经济带交通能源碳排放与行业经济增长之间脱钩的最主要因素。如表 7 所示，2004 年以来，经济增长

效应对长江经济带交通能源碳排放的增加一直表现为正向驱动作用，累计交通碳排放贡献份额高达 7553.1万 t,且贡献程度远大

于抑制因素贡献值的总和，可见经济增长效应是拉动长江经济带交通能源碳排放增长的主导因素。在研究期内，长江经济带地区

人均 GDP由 2004年的 12089.86元增长到 2018年的 47251.1元，增加了 3.9倍，相应的交通能源碳排放量由 3093.96万 t增长

到 8427.06万 t,增加了 2.72倍。经济产出增长是满足国民发展与基本需求的必要条件，碳排放作为能源消费的直接产物则反映

了国家经济活动的强度[19]。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在一定程度上带来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从而推动了网络购物、旅游等享受型消

费需求的增加以及私家车辆保有量的快速增长，交通运输需求的扩大在促进交通运输业基础与服务设施建设、行业经济蓬勃发

展等的同时，也将引起交通能源消费的大幅增加，使交通碳排放的压力难以得到缓解。 

另外，根据图 2 和表 8 可以看出，2010～2018 年经济增长效应的交通碳排放贡献值和脱钩指数总体呈波动式缓慢下降的趋

势，这可能是由于 2010 年中国经济进入增速换挡期，经济逐步向高质量发展转型，重视发展低碳经济以及调整优化产业结构。

目前，我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由新发展理念引领的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发展更加注重质量、效率以及可持续性，未来经济增长

效应对交通碳排放脱钩的抑制作用可能会进一步减弱，但结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4],即环境压力与经济增长之间呈倒“U”型曲线

的关系，可以看出现阶段长江经济带交通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点仍处在 EKC的左端，“拐点”尚未出现。 

3.3.5人口规模效应分析 

人口规模是阻碍长江经济带交通能源碳排放与行业经济增长之间脱钩的因素之一。人口规模效应对长江经济带交通能源碳

排放的增长具有拉动作用，但贡献份额不高，贡献总量为 386.55万 t,这表明长江经济带人口数量的增加不会导致交通能源碳排

放的大幅度上升，其影响效果趋于平缓。该原因可能在于虽然长江经济带地区的人口基数较大，但近十多年来区域内各省份的常

住人口始终稳定保持着较小的增幅
[38]

,因此，人口规模效应对交通运输业能源碳排放量的贡献较为稳定。另外，2004～2018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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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规模效应的脱钩指数均值仅为 0.045,对交通能源碳排放脱钩的抑制作用也略显薄弱，这主要是由于随着长江经济带地区总人

口数的增加，长江经济带地区交通运输业的需求规模在不断扩大，交通运输业的快速发展持续推动交通行业生产总值的增长，同

时在交通运输业基础设施建设、维护以及业务活动运行等环节所产生的碳排放往往要远大于人口规模小幅度增加所贡献的碳排

放量，从而可能造成估算得到的人口规模效应脱钩指数值较小，人口规模增加对交通碳排放脱钩的抑制效果不明显。然而，随着

近些年中国计划生育政策条件的逐渐放宽，人口规模可能进一步扩大，因此仍需重视人口增长所导致交通运输业碳排放量增加

给生态环境带来的影响和压力，合理控制人口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抑制交通能源碳排放的增长，从而促进长江经济带交通

能源碳排放与行业经济增长的脱钩。 

4 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利用 Tapio 脱钩模型和 LMDI 因素分解法，分析了长江经济带 2004～2018 年交通能源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脱钩状况以

及脱钩的驱动因素，具体结论如下： 

(1)2004～2018 年，长江经济带交通能源碳排放总量及人均碳排放量均呈持续上升趋势，交通能源碳排放增长率在 2015 年

以前总体呈波动放缓的态势，但 2015 年开始呈现出较大幅度的回升趋势。汽油和柴油能源消费碳排放一直保持着较大的涨幅，

石油类能源消费碳排放占交通碳排放总量的比例高达 95.51%,不利于加快推进交通运输业的绿色低碳发展转型。 

(2)2004～2018年，长江经济带交通能源碳排放与交通运输业经济发展的脱钩状态总体不稳定，大致分为 3个阶段：第一阶

段 2004～2008年，脱钩弹性指数总体较高，脱钩特征以增长连接和扩张负脱钩为主，脱钩状态并不理想；第二阶段 2008～2014

年，脱钩弹性指数波动下降，脱钩状态不断改善，表现为交通运输业产值增速快于交通能源碳排放增速的较为理想的弱脱钩状

态；第三阶段 2014～2018年，脱钩指数出现波动上升趋势，脱钩状态出现恶化，交替呈现出扩张负脱钩和弱脱钩的特征。研究

期内脱钩指数呈现“W”曲线的波动轨迹，强脱钩效应一直未显现，长江经济带交通行业经济发展整体上仍未摆脱对交通能源碳

排放的依赖。 

(3)整体上看，交通能源结构效应和能源强度效应可以促进长江经济带交通能源碳排放与行业经济增长之间的脱钩，行业规

模效应、经济增长效应和人口规模效应则对经济带交通能源碳排放与行业经济增长脱钩有抑制作用。研究期内，能源强度是长江

经济带交通能源碳排放的最主要抑制因素，为促进交通能源碳排放脱钩作出了最主要的贡献；经济增长是促进经济带交通能源

碳排放增加的主导因素，且其脱钩指数贡献值最大且波动幅度较小，未来较长一段时间经济效应仍将是阻碍交通能源碳排放脱

钩的最主要因素；能源结构为交通碳减排作出了贡献，但其影响影响效应较为有限；行业规模产生了碳增排效应，但其对交通碳

排放脱钩的抑制作用不明显，且长久保持平稳态势；人口规模对交通碳排放脱钩的抑制效果较小，但未来其对碳排放脱钩的抑制

效应有进一步增强趋势。 

基于本文以上的研究结论，本文为促进长江经济带交通运输业经济发展与碳排放的脱钩，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经济产出增长是满足国民发展与基本需求的必要条件，通过放弃经济增长、限制行业规模产出的方式，来实现交通能源

碳排放脱钩，明显不符合经济发展现实，但可以尝试以低碳改造为目标，推进经济结构调整，使其向能源节约的方向转型发展。

长江经济带地区应持续推进传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加快高耗能高污染行业的改革，严格执行节能环保准入标准，淘汰落后产

能；加大战略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资金、人才投入，同时高度注重低碳交通物流专业人才的挖掘与培养；积极培养新经

济，推动新一代互联网技术与传统产业的深度融合，促进传统低端产业向中高端产业的转型，实现新旧动能转换，努力实现碳减

排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协调共进。 

(2)优化交通运输能源消耗结构，增加交通清洁能源比重，进一步挖掘能源结构效应的减排潜力。通过借助经济杠杆作用，

提高价格标识等手段控制和缓解交通化石能源消耗；采用倾斜性投资、财政补贴和完善新能源基础设施建设等方式，加快对新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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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汽车等高效节能交通工具的研发和推广；制定激励可再生能源发展的相关政策，加强国际能源合作，引进国外先进清洁能源技

术，实现多元化能源供应，降低对传统高碳能源的依赖；加强能源需求结构的改善，对化石燃料进行充分利用，注重非化石能源

规模化发展，扩大天然气、电力、乙醇等清洁能源消费市场，以及以清洁能源为运输动力的机动车使用率，充分发挥能源结构的

交通碳减排效应。 

(3)以技术创新支撑低碳交通发展，加快实现技术减排，充分发挥能源强度对交通碳排放增加的抑制作用。在推动能源结构

调整的同时，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增加技术创新投入，依靠科技创新、技术进步推动能源利用效率的提升；完善交通行业碳排放

税费机制、碳减排奖励机制、能源交易和碳交易制度等体系，推动能源技术创新与高效开发利用；调整交通运输结构，大力推广

公共交通，加强交通资源合理配置，鼓励多式联运发展，持续推动大宗货物运输“公转铁”“公转水”,促进各种运输方式协调

可持续发展，完善综合运输网络，减轻传统运输网络的压力，提高运输效率，降低运输能耗与碳排放量。 

(4)长期以来，人口规模较大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情，加上计划生育政策的进一步放开，将对交通碳减排工作带来更大的压

力。因此，应从加强交通需求管理方面入手，倡导低碳交通理念，大力推广全民绿色低碳出行，从而削弱人口规模效应对交通碳

排放脱钩的阻碍作用。通过扩大绿色出行的宣传教育，提高车辆购置税以及燃油附加税，推行公共交通先行政策，提升公共交通

服务质量等措施，引导公众选择新能源节能车、共享单车等低碳方式出行，推动交通运输需求从高能耗、高污染的道路与航空运

输向铁路、水路运以及城市公共交通等环保运输方式转移；交通运输相关部门加强交通组织管理，减少非必须的交通运输需求，

利用通信、网络等高技术手段，降低出行距离与频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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